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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

纪事本末体成熟光大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自来没有异议，然其滥觞于何时，渊源自何书，却长

期聚讼纷纭，讫无定论。或认为其肇自《尚书》①，或

认为其源出《左传》②，此二说由来已久，秉持者最多，

影响最大。或认为《铎氏微》和《虞氏春秋》皆是纪事

本末体著作③，或认为清华简《系年》已具备纪事本末

体的基本特征④，此二说相互呼应，共同将纪事本末

体的起源上溯至战国时期。或认为元晖《科录》“实

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⑤，或认为王劭《隋书》“是纪事

本末之创体”⑥，此二说业经学者驳正，显然难以成

立⑦。或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归根结底是“《春

秋》经、史性质千馀年持续发展的结果”⑧，或认为“纪

事本末体源出自《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⑨，此二

说跳出仅仅在史书体例中寻找其先声的局限，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

以上诸说结论各异，难以调和，但假如说追溯纪

事本末体的渊源，须从《通鉴纪事本末》出发，须首先

正确认识该书的特征，当无疑义。然今人对《通鉴纪

事本末》的认识，基本上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观

点，反于宋人之说了不在意，殊不免义有未安；而若

以宋人之说审视《通鉴纪事本末》，却会发现，我们对

纪事本末体的渊源与性质，有可能得出一番迥异于

前人的全新见解。

一、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认识

宋严陵郡庠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前有章大醇序

一篇，历来论纪事本末体者似乎未曾留意，其云：

类书之作，盖以便观览、便检阅而已，而士子遂

谓场屋之计，可取具于类书，而涉猎淹贯之学，日以

不足。以便而媒其怠，非类书本意也。温公《通鉴》

之作，上下千馀载，治乱兴亡之迹，约而为二百九十

卷，盖以便乙夜之览，博古君子岂当求便于此？是书

又随事摭其本朱而类之，盖犹惧学者以《通鉴》为汗

漫，读之而莫得其统也。袁公惠后学之意深矣!学者

能因《本末》而详之于《通鉴》，因《通鉴》而博极于群

书，庶无负袁公类聚之旨。不然，因便以滋怠，袁公

将有遗憾于是书矣。⑩

章氏序《通鉴纪事本末》，却从类书说起，且称此

书改编《通鉴》的方法为“随事摭其本末而类之”，又

纪事本末体源流新论

张赟冰

【摘 要】关于纪事本末体的渊源，历来聚讼纷纭，然既有诸说，实皆未得要领。宋人异口同声，将《通鉴

纪事本末》称作类书，足证其编纂手法主要借鉴类书，某种意义上，可谓纪事本末体源出类书。盖自隋唐以降，

类书的范围不断扩展，编纂手法日益丰富。宋人读书治学，应付科考，普遍借助类书之法。在此历史背景下，

袁枢欲改编《资治通鉴》，使之易读，便自然而然地取法类书，同时又稍变分类标准。创造性地将同属一个事件

的诸条归并为一类，使一事即为类书之一类，一类即如著述之一篇，从而无意间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宋代以

降，因各种复杂情由，纪事本末类著作在官私目录中从散入诸类到独立成类，纪事本末体逐渐被视作一种基本

的史体，其源出类书的历史事实，因而幽隐难识。回顾、反思既往的研究理路，提醒我们在学术史的讨论中，须

时时注意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落实具体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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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学者“无负袁公类聚之旨”，显然在章氏看来，

《通鉴纪事本末》分明是一部类书。章氏之言，并非

一己之奇谈。大约同时代人姚勉，作《本朝长编节要

纲目序》，述该书体例，有“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

之《本末》也”云云，同样将类编视作《通鉴纪事本

末》的体例特征。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宋人评价不一，但对其

编纂手法的认识，却大致相同。《翰苑新书》引游洚所

撰《袁枢行状》载：“上曰：‘史书编年，事多间断，莫详

始末。’龚公对曰：‘近有太学录袁某，尝取《资治通

鉴》各分条目，辑为一书，谓之《通鉴纪事本末》，颇便

观览。’”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称“或乃病其于古

无初，而区别之外，无发明者，顾第弗深考耳”，认为

“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吕

祖谦亦称：“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

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

矣。”可见，无论誉之者还是非之者，无论称赞《通鉴

纪事本末》“颇便观览”还是“曲有微意”，都认为其编

纂手法主要是“分条目”“区分”“区别”，而这也正是

类书的编纂手法。因此吕祖谦在称赞《通鉴纪事本

末》之馀，又告诫“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

难”，这番忧虑之意，与章大醇所言相近，是历来学

者对类书弊端的常见批评。

再证以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同类著作的认

识。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与《通鉴纪事本末》

成书时间相近，体例亦相似，且同样是为了解决读编

年体史书时“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的难

题。章氏自序言其缘起曰：“古今人用力于是书(引
者按：即《左传》)，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

也。”说明章冲对其书的定位是为《左传》编辑“事

类”。又述其编纂手法曰：“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

从其类。”又感慨曰：“惜乎先生已没，不及见类书之

成。”是则作者本人明确将《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

称作类书。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

治迹统类》三十五卷，书名即有“类”字，赵希弁《读书

附志》亦将其归于“类书类”，却称其“仿《通鉴纪事本

末》条例，统而类之”，可见宋人认为《通鉴纪事本

末》便是类书体。

一部著作采用何种编纂手法，除作者自道外，知

识体系相近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最值得重视。前举

宋人之言清晰地表明，宋人并未对《通鉴纪事本末》

的体例和手法感到惊异，既没有视之为异乎前修、别

开生面的创造，也不认为其继承了前代已有的详叙

一事本末的纪事手法，而是异口同声地将之称作类

书。既然素来公认纪事本末体创立于《通鉴纪事本

末》，而《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和手法主要借鉴类

书，或者径可称其为类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可

以说纪事本末体源出类书。

二、宋代“类书”的义涵

如何准确理解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认识？

首先无疑需要厘清宋人所谓“类书”的义涵。“类书”

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其范畴和内涵因时而异。

自魏修《皇览》，首开类书之体，经南北朝、隋、唐之发

展，类书数量不断增加，内容和手法日趋丰富，至宋

代更加光大，其包罗涵盖远较前代广泛。只需对观

《旧唐书·经籍志》类事家与《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

之收录，即可明了。前者沿袭唐开元间毋煚《古今书

录》之规模，大体反映了中唐时期类书的范畴，后者

则较多反映北宋时人对类书的认识。从《旧志》到

《新志》，类名由“类事”改作“类书”，收录的书籍也大

幅增加，这番目录学方面的变化，直观地体现了中唐

以后类书范畴的迅速扩展。

宋代众多公私目录，诸如《崇文总目》《新唐书·

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

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专设类书

类。宋人所言“类书”之义涵，从中即约略可见。关

于类书的研究甚夥，然几无例外按照内容区分类书

的类型，以建立论述框架，却鲜有根据其编纂手法之

不同，对类书之流别进行区分和梳理。此处我们主

要以宋人各家目录皆入类书类的典型著作为考察对

象，据其编纂手法及相应的意图，可大致将其归纳为

以下四种。

一是分门类事，以期“包罗万象，总括群书”。

这是类书初起的意图与手法，历代敕修的大型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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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齐《修文殿御览》、宋《太平御览》，亦率多如此。

这些类书以载事更多为贵，具体的编纂方法是博采

群籍，详细抄录，巨细靡遗，且各明出处。

二是摛藻摘丽，供诗文取材。作诗作文，需引用

典故，润色词藻，汇录经史百家可援用于诗文之字

句，临文翻检，庶免搜肠之苦。虞世南《北堂书钞》，

系“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而成；白居易《六帖》，

“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是此类代表性著

作。其意图既然是积累词藻，因而其编纂手法主要

是抄撮丽辞佳句，至于详细的原文及出处，则不甚重

要，或以小字注明，或干脆省略。

三是删繁取要，以便省览。典籍宏富，难以遍

观，撮其精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即便是卷帙浩繁

的大型类书，有时也有删汰烦冗的需要。刘肃《大唐

新语》载：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

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

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

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

学记》为名。

《初学记》不仅较《修文殿御览》之辈简要，而且

编纂手法也大有不同。因其意在删繁取要，故不能

如《修文殿御览》般详细抄录；又因其意在便他人阅

览，非徒私人检核，故不能如《六帖》般“割裂饾

饤”。其所撮录，犹需次序秩然，前后连贯。《四库全

书总目》称《初学记》“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

连属，与他类书独殊”，非过誉之辞。这显然需要纂

修者做出一定的改编撰作，意味着这种类书已不再

是纯粹的抄撮之作，而具有一定的著述性质。

四是综贯条理，以考因革源流。宋代公私目录

多将通典、会要之属归入类书类，惟陈振孙独持异

议，认为“通典载古今制度沿革，会要专述典故，非类

书也”，将其归入“典故类”，但也承认“凡通典、会要，

前志及《馆阁书目》皆列之类书”。这说明在南宋时

期，主流看法是将通典、会要视作类书，陈氏之分类

只是特立新见。正如魏了翁所言：“杜氏《通典》之

书，包括古今，涵贯精粗，人习焉不察，例以类书目

之。”宋人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无理，《通典》用以考制

度沿革的具体手法，主要就是分类抄录史事和议

论。李翰《通典序》述此书之编纂曰：“采五经群史，

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

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

载，附之于事。”李翰与杜佑同时而相友，所言当近

乎其实。但《通典》究非纯粹抄撮之书，其缘起之初，

即卓然有成一家言的著述之意，因此书中抄录旧籍，

是为著述服务，如同修史援引史料，当照录则照录，

需剪裁则剪裁，且不必一一注明出处，而于抄录之

外，又撰作“说曰”“议曰”“评曰”之类，以著明己意，

其“著述”性质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隋唐以后，类书的范围日益扩展，举

凡以分类之法编排，且一时无类可归之书，皆被归入

类书，遂使类书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及至南宋，类书

之义已包含极广，类书区别于其他门类的标志，不在

于学术流派，也不在于书籍内容，而仅在于是否主要

采用分类之法编排内容；其具体的分类手法十分丰

富，所能实现的著述意图亦非常广泛。袁枢对《资治

通鉴》“各分条目”，“区别终始”，全属抄撮，但颇加甄

综，富有条理，其手法，其意图，皆与通典、会要之属

相近，按照宋人的普遍观点，这正是典型的类书，故

作者无需自言，时人亦没有异辞。

三、类书手法的应用与袁枢的创造

袁枢为何借鉴和采用类书的编纂手法？袁枢在

借鉴成法的基础上，又是否有所创造和发明？

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管

理知识的重要手段。如上文所述，随着类书范围的

扩展，具体的类编手法也日益丰富。对宋人而言，无

论是便于详览还是利于检索，无论是兼收并蓄还是

钩玄提要，无论是横向对比还是纵向贯串，举凡知识

管理的重要命题，以及读书治学的常见需求，皆可在

类书中觅获良法。

事实上，宋人读书治学，的确普遍借助类书与类

编之法。吕本中《童蒙训》记其父吕希哲尝言：“读

书，编类语言相似者事做一处，便见优劣是非。”这

是以“编类”作为读书的通用方法和日常做法。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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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科考，多将类书视作捷径。北宋时期，这个现象

便已十分突出。政和四年(1114)，权发遣提举利州路

学事黄潜善奏称“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

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

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请求“特行禁毁”，于是“诏

立赏钱一百贯告捉，仍拘板毁弃”。降及南宋，此风

丝毫不减。庆元四年(1198)，右正言刘三杰言：“曩者

以科举之文虚浮迂僻，典贡举者摘其辞而显黜之，一

洗异时之弊矣。然而四方士子传闻不审，但见主司

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

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至于词采议论，殊不留

意。”稍晚于此的岳珂也指出：“自国家取士场屋，世

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

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

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

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宋

廷反复禁而不绝，充分体现了场屋编类之书深受士

子的喜爱和依赖。对当时很多读书人而言，场屋之

书才是其长年精力所注之处。通过科举，类书及类

编之法无疑会对宋人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后虽从

事学问，也往往取益此法。大儒胡安国曾教子弟：

“学者必求仁，须将孔门问答仁处编类考察，自体认

一个紧要处方可。”又如葛焕礼所缕举，宋人类编

《左传》之书极多，可见宋人治经亦使用类编之法。

一旦回到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便不难理解，袁枢

“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欲改编使

之易读，自然而然会借鉴和采用类书的编纂手法。

不过，袁枢并非纯粹因袭成法，而是做出了重大改

进。在《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类编之法虽然多样，但

都是将不同的事物与事件按照一定的标准归于一

类。前已言之，类书初起，原为分门类事，以有限的

部类门目，统摄多多益善之事，自然一类之下包含

诸多事物。此后类书在各方面虽不断发展，但这个

核心特征却从未改变。即便并非典型类书，而是用

类书之法改编旧籍的著作，如葛焕礼所谓《左传》“纪

事类编”诸书，也同样如此。且就葛氏所考言之，杨

均《鲁史分门属类赋》、叶清臣《春秋纂类》等，乃以主

题分类；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郑昂《春秋臣传》、

沈括《春秋左氏纪传》等，乃以人分类；宋敏修《春秋

列国类纂》、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句龙传《春秋三

传分国纪事本末》等，乃以国别分类。各主题、各

人、各国之下，仍包含多事。而袁枢首创新义，以贯

串事之本末为意图分并《通鉴》的各条纪事，将同属

一个事件的诸条归并为一类，且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从而呈现出事件的首尾始末。在这种编排体例下，

一事即为类书之一类，一类即如著述之一篇。不同

的事物归于一类，则类下各条之间是平行的，彼此之

联系是松散的。单独摘出，亦自具首尾；删去数条，

也无妨全书。而以一事为一类，则各条之间彼此相

依，浑然一体，不可离析，不可遗缺，不可颠倒。《宋

史·袁枢传》称袁枢改编《通鉴》之法为“区别其事而

贯通之”，“贯通”一语，恰中肯綮，点出了《通鉴纪事

本末》有别于普通类书的精髓所在。此语当承袭自

宋《中兴四朝国史》，故应视作宋人之言，可见宋人在

将《通鉴纪事本末》视作类书的同时，也已经认识到

其手法与体例的独特之处。

认识《通鉴纪事本末》对类书手法的因袭与改

进，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纪事本末体的性质和

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纪事本末类分为“备诸事之

本末”与“具一事之本末”两种类型，这个基本判断

对后世影响深远，可是若从纪事本末体的源头观之，

便很容易看出四库馆臣说法之不确。自古类书，都

不可能只包含一类，因此源出类书而以一事为一类

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注定要分纪诸事。但凡视《通

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的权舆和圭臬之作，那么

在此语境下便应当承认，“备诸事之本末”是纪事本

末体的本源特性，“具一事之本末”者不当混入其

中。此处所谓“诸事”与“一事”，并非简单的数量之

别。类书的部类设置需要通盘考虑，具体的分类归

属有赖统筹协调，同样，纪事本末体分纪诸事，所设

置的事目，既不可包罗太广，又不能指涉太狭，其边

界要明晰，其内容需互补，诸事看似独立，实则有机

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全面、完整的历史叙述。相比之

下，于纪事之时，详叙其前因后果，以明一事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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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乃发乎常情的自然之举，先秦典籍早已见之，后世

杂史、笔记之类多是此等文字，即便汇集成帙，也仅

仅是机械累加，不足以称“备诸事之本末”，更与纪事

本末体相去甚远。

四、纪事本末体之演变与独立成类

《通鉴纪事本末》实乃类书，这对宋人而言，似乎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在后人看来，纪事本末体与

类书却直如风马牛不相及，反于史部独立成类，这种

“数典忘祖”的认识误区，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而言，一部著作在书志目录中归于某类，既

反映了时人对该著作性质的判断，也影响着后人对

该著作性质的认知。因此，前人考察纪事本末体的

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对纪事本末体的认识，多由纪事

本末类著作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切入，其取径固为有

得，惜所论似乎流于表面，远未揭示出相关问题的内

在逻辑和复杂情由，故有必要稍加辨证补充。

宋人既知《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和手法出自类

书，那么若以体例归类，该书连同仿之而作的后继诸

书，在宋代目录中理应入类书类。赵希弁《读书附

志》称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仿

《通鉴纪事本末》条例”，而将其置于类书类，即是遵

从这个逻辑。但纪事本末体著作终究是纪事之书，

若以内容归类，则当入史部。《直斋书录解题》置彭书

于“典故类”，《宋史·艺文志》则入“故事类”。明人

高岱撰《鸿猷录》，是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千顷

堂书目》入“别史类”，其自注释“别史”之义为“非编

年，非纪传，杂记历代或一代之事实者曰别史”，盖

暂时无类可归的史书皆系于此处。这都是按照内容

分类的结果。然而传统书志目录又有一条通例，即

羽翼某书的著作，多随本书归类，以便寻检。《通鉴纪

事本末》系改编《通鉴》而成，因此可以随《通鉴》一并

入编年类；况且注释、考订、改编、节录、续补《通鉴》

之书极多，蔚为大观，足以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范

畴，故而目录之书更倾向于将其统著录于一个门类

之下。若沈枢《通鉴总类》之属，与编年体绝无相近

之处，《宋史·艺文志》却入编年类，即是缘此之故。

《通鉴纪事本末》在宋元时期书目中多入编年类，缘

由亦同。后世因之不改，待《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

事本末》问世，因其既显袭袁著之名，复明言“以续袁

氏《通鉴》之编”，自然又随《通鉴纪事本末》归类，因

此亦入编年类，并非时人以编年史目之。总之，宋明

时期，纪事本末体著作尚未被视作一个整体，因而其

在书志目录中的归类也没有统一标准，惟视各书具

体情况，以不同的标准散入各类。概括而谓纪事本

末体著作此时属于某类，本身即无意义，至于仅因编

年类下著录若干纪事本末类史书，便以为时人将其

视作编年体，更属望文生义。

虽然情由不一，但客观造成的结果是纪事本末

体著作多入史部，沿袭日久，其与类书的关系便日渐

疏远，导致后人昧于其渊源，却逐渐将其视为一种独

特而精妙的新史体。这种认识至晚在明末清初时已

经十分清晰。晚明刘曰梧尝言：“夫古今之有史，皆

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

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乃又以

事为经而始末具载，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门

之辙者，咸有取焉。”明末清初人傅以渐的论断则更

加明快：“至有宋袁枢，纪事始著，自此以来，史体遂

三分矣。”在两人的论述中，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

被誉为发凡起例的重大创造，其体例也俨然与纪传、

编年鼎足而立，较之宋人的看法，已经截然不同。与

此同时，一代代学者前后相继，以《通鉴纪事本末》为

基础和圭臬，补其前而续其后，形成了一个以“纪事

本末”为名而通贯古今的史书系列，其卓然自成一体

的特性益加彰显。

照此情形，纪事本末体著作在书志目录中独立

成类似已势在必行。然而，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

“目录之兴，本以为甲乙计数，而‘学术之宗，明道之

要’，特因而寓之而已。”“甲乙计数”的本质，决定了

目录中部类的设置，首先要考虑所著录书籍的数量

和部帙，既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寡。及至清代前期，

纪事本末体著述的数量本已比较可观，但由于其在

目录中散入各类，若非特意钩稽，学者难以确知其详

数，更无法直观感受其部帙规模，惟有几部以“纪事

本末”为名的著述，既呈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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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规模又不足以单独成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

体反映乾隆三十九年以前《四库全书总目》部类设置

情况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其中并无纪事本

末类，《宋史纪事本末》和《左传纪事本末》入别史

类。撰成于乾隆四十三年的《四库全书荟要总目》，

虽仍未设立纪事本末类，但于别史类下分置纪事本

末之属，收录《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

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四种。这是目录学中首

次以“纪事本末”之名统赅群书，具有重要意义。其

别史类末有案语一段，云：

古者列国各有史，而后世纪言纪事者，或依纪传

之体，分国以述事；或变编年之体，因事以类言，事可

征信，言多殷鉴，故其体不当与稗史等。

“变编年之体，因事以类言”，便是当时馆臣对纪事本

末体的认识。“或依纪传之体”，“或变编年之体”，两

句又是互文之语，意为别史所收皆纪传、编年二体之

旁宗，这在学理上对纪事本末体归入别史类做出了

解释。直到乾隆四十六、七年间，因《四库全书》收录

的多部官修方略、纪略，或开始纂修，或缮录校上，当

馆臣试图将这种新兴史书体裁放入传统目录系统

时，却面临无类可归的困境，不得已采用变通之策，

对“纪事本末”之义加以曲解、泛化，创设纪事本末

类，用于收纳方略之书。此后公私书目率多效仿，

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共为中国古

代最重要、最基本之史体的地位，在目录学中正式得

以确认，而其源出类书的历史事实，则因之更加幽隐

难识。

五、馀论

古人身历对纪事本末体认识的逐渐演变，于潜

移默化之中，忘其本原，尚无足为怪。而今人在现代

学科规范下探究纪事本末体之渊源，却对史乘(其中

包括《通鉴纪事本末》之序)明确记载的宋人观点，一

直熟视无睹，诚不免有目穷千里而失于眉睫之憾。

行文至此，或许有必要重新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反

思何以会出现这种偏差。

今人论纪事本末体渊源，常常援引朱熹、章学诚

之说以为先声，但这实际上是对两人观点的误解。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或乃病其于古无初”，在中

国古代学术语境中，这不可谓不是严厉的批评。朱

子受作者赠书，为之作跋，自宜美言。他所力辩的

是，《通鉴纪事本末》“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地位、

性质、用意、作用，恰似《国语》之于《左传》，亦如《尚

书》之于上古编年史，非谓其手法、体例借鉴《国语》

《尚书》。至于章学诚称《通鉴纪事本末》“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乃是认为“《尚书》圆而神，

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故一切“圆而神”的史书，

都是得《尚书》之遗，因此章氏亦称“迁书体圆用神，

多得《尚书》之遗”。所谓“圆而神”，是指“例不拘常”

“无定法”，与其书体例无关。二氏所言，与今人讨

论纪事本末体渊源的立意全然不同。然而，后世学

者大多误解了朱、章的观点，却往往继承了其论说的

倾向和理路。在追溯纪事本末体的渊源时，许多学

者不自觉地将纪事本末体的成立视作中国古代史学

的伟大成就，不甘于其晚至南宋而始出，因而倾向于

在上古或中古经史典籍中为其寻觅相似的踪影，反

忽略了宋人的明确看法。这既导致纪事本末体的

“起源”愈来愈早，还导致其所谓“溯源”，不过是“就

形貌而言”的简单类比，抑或“推精微而言”的遥相呼

应，并非探寻实在的连属递承关系。

质言之，以往关于纪事本末体渊源的讨论，其实

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可称作目录分类的层面，即完

全忽略学术发展与目录演变的历史过程，将不同时

代的著作按照同一标准等量齐观，以今人之理解，根

据《通鉴纪事本末》等典型著作，总结出纪事本末体

的基本特征，进而用以按验古代著述，合之则为纪事

本末体，不合则非是。其二可称作学术史的层面，即

在历史学的视野下穷源竟委，在“源”与“委”之间建

立直接、合理、严密的历史联系，力求还原从“源”至

“委”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层面的讨论，本来并行不

悖，各是其所是。在编纂目录、分类图书之时，只要

标准合理，体系严密，若谓《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的某

些著作，在形式上与纪事本末体相似，而亦将其归入

纪事本末类，固未尝不可。然若因此认为这些著作

是《通鉴纪事本末》所创体例之渊源，认为其手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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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酝酿和发展，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终于产生

了成熟的纪事本末体，却不过是想当然耳。即便《尚

书》《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经出现详叙一事本末的

纪事手法，即便清华简《系年》的体例与纪事本末体

十分相似，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枢在编撰《通鉴

纪事本末》时受到这类典籍的启发与影响；我们也无

法确证，袁枢直接借鉴和继承了早已有之的详叙本

末的纪事手法，从而撰成《通鉴纪事本末》。若此椎

轮大辂之说，缺乏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既有的研

究，正是将上述两个层面相互混淆纠葛，用目录分类

层面的形式比较，证成学术史层面的源流脉络，最终

难免导致有关纪事本末体渊源的问题，不仅长期争

执难定，而且始终未得要领。这或许提醒我们，在学

术史的讨论中，须时时注意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落

实具体的历史联系。

小文构思和写作之时，适逢苗润博先生亦对纪

事本末体相关问题有所关注及发明，虽与拙文立意

有别，但颇有互通互证之处，故与之往复讨论，多受

教益。草成以后，又蒙李成晴、聂澂萌二位师友指

教。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

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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